11、云南

云南府是云南省的首府，昆明市是云南府的府治所在，也是云南省的省会所在。1953年，云南府境包括昆明市、晋宁、昆阳、呈贡、安宁、富民、宜良、嵩明、禄丰、罗次、易门。1953-1964年，云南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1964-1982年为23.4‰。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相当均匀。似乎不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64年呈贡县并入昆明，人口普查数据中无呈贡县人口，附表1据《呈贡县志》所载80158人计入。将呈贡县人口从昆明市扣除后，1953-1964年昆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昆明市外相近，这一时期昆明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不突出。据此可知，即使存在饥荒，云南府境人口死亡的规模也不会很大。

迄今为止，已经查阅云南府属禄丰、嵩明、安宁、富民、呈贡五县县志
。在禄丰县，1958年较1957年增加人口2300人，但人口死亡率高达30.5‰，与1957年15‰的人口增长率相比，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600人。依同样方法计算，1958-1960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9万。1961年人口死亡率仅7.9‰，已属正常。《禄丰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干肿病例5483人。此可证明1958年禄丰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饥饿所致。

《嵩明县志》只有1952年、1957年、1962年和1965年的人口数据，附表2插入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虽然灾荒年代的数字缺，但该书第96页提及1960年全县人口数为15.2万，较1957年减少2万。有关文字记载是，1958-1961年，境内人口出现负增长。三年间总人口累计减少10681人。依《嵩明县志》，1959年嵩明县有2个公社一度划归昆明市明良矿区，当年又划回。《富民县志》称1958年从嵩明县划入0.5万人口，由于同属云南府辖，附表1未作调整。由此可见，1960年较1958年的人口减少，包括了政区变动划出的人口。只是这一变动在1957年以后，不影响对于灾前人口增长率的分析。据同一记载，1960年嵩明县死亡人口只有0.4万，人口死亡率为25.9‰，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0.2万。如果此数据为真，嵩明县的人口死亡主要集中在1958年和1959年。

在安宁县，1958-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于正常年份，依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所得非正常死亡人口为0.4万。在富民县，县志的记载称，1958-1960年，“死的多，生的少”。在呈贡县，1959年人口大大少于1956年。只是区划变动特别复杂，人口减少数并不一定是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在查阅到的五县县志中，除呈贡县记载不详外，其他四县均经历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推测云南府除昆明市外的各县都经历了大饥荒。

采用人口增长速度估测法进行计算。从1953年至1957年，禄丰、富民、安宁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3‰，从1952年至1957年，嵩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8‰，与1953-1957年的12.2‰接近
。嵩明县人口的这一增长速度令人怀疑，因为1952年和1957年该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3.27‰和17.88‰，平均应为15‰。合而计之，禄丰、富民、安宁、嵩明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6‰。关于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安宁县的数据存在问题，1962年和1963年人口持续减少，可能与政区变动因素有关。1958年昆明市海口区并入安宁县，以后，原昆明市区人口弃安宁县籍转入昆明市。禄丰、富民、嵩明三县合计，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6‰。以此推测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云南府境人口净减少0.1万。禄丰、安宁两县合计，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区，灾前人口应增加2.8万。三年中云南府境人口减少2.9万。各县中，只有禄丰县有人口迁移记载，1960-1963年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基本平衡，其他年份的记载缺。据此推断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净迁入或净迁出。这样，云南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9万。

澂江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1964-1982年为25.4‰。澂江府辖玉溪、澂江、路南、江川四县，迄今所阅有玉溪、路南和江川三县县志。
玉溪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9‰，而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1‰左右。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相同。路南县1956年和1957年人口均较上一年减少，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12.2‰和7.9‰，原因不明。不仅如此，灾后路南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5.6‰，人口自然增长率率分别只有4.5‰、8.8‰和11.4‰。似乎灾前人口纷纷外流，而灾后人口纷纷回归。1956年10月，路南县有18688人划入宜良县，附表1中将这批人口计入路南。从1953年至1964年，路南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人口不增反减，说明当地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路南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2月，全县范围内出现水肿病，10月底始治愈。这是目前为止，全国所见最早的大范围水肿病发生记载。1960年和1961年路南县人口的持续减少，证明后半句为伪。路南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县志作者不得不对灾前数据进行伪造。江川县1956年人口的突然增加，缘于这一年从华宁县和玉溪县划入两区人口。从1953年中至1955年底，江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1956-1957年为22.1‰。《江川县志》没有关于人口出生与死亡的详细记载，无法作深一步讨论。关于灾后人口，《江川县志》所载1964年人口只有101002，少于1953年以来的任何一年，是为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为129320，兹以此数据为准进行讨论。在各种数据之间，谨慎地将澂江府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18‰，应是合理的。从1961年至1964年，玉溪等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5.7‰，
据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澂江府四县净减少人口约为7.7万。四年大饥荒中，玉溪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4万。不过，四年当中，玉溪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6万，灾后三年净迁入0.1万，大饥荒时期外迁的人口并未回迁。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饥馑的年代，外出未归的人口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死亡。《玉溪市志·地理卷》认为迁入、迁出原因主要是婚迁、参军、提干、升学、招工，并未提及大饥荒期间有过规模巨大的人口外迁。谨慎地将全府净迁出人口定为1.6万，澂江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5万。对于如此多的人口死亡，《玉溪市志·大事记》称，1959年冬，春和公社团山大队由于粮食减产，加之高征购，造成群众缺粮，发生严重的水肿病，导致有人死亡。此说不错，但只是冰山一角。

武定州境包括武定、元谋、禄劝三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1964-1982年为24.4‰，人口死亡规模不大。禄劝、武定两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且两县水平相当接近。1961-1964年，禄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3‰，1962年至1964年，武定县为29.9‰。两县合计，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会低于31‰。
以此测算武定州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武定州人口净增加0.1万。由于大饥荒期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无记载，考虑到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灾情相对较轻，大饥荒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设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40个千分点，武定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8万。四年中减少人口1.7万。1958年，曾从云南府富民县划入小甸乡，估计只有人口0.1万。附表1中未进行如此小规模的区划调整。排除不计，武定州减少人口大约1.6万。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当地有规模性的人口外流，因此，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武定县消灭肿病办公室《关于防治肿病的初步总结》称，1958年肿病……先后两期发病3529人，死亡252人。县委整风办公室《开展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一年来，全乡（禄金）病死、打死、自杀即有394人（大多数是肿病而死的）。1959年，肿干病695人，死亡36人，1960年3105人，死亡224人。1961年达最高峰，据1961年《对全县医疗工作反映汇报总结》，“1961年共发生肿病3942人，死亡67人，干病3892人，死亡19人。”
1961年肿干病患者大大超过1958年，但1958年的病死人口却大大超过1961年。1958-1960年，禄金乡病死及打死、自杀者多达654人。从1960年禄金乡肿干病人数看，患病暨人口死亡的高峰是在1960年而非1961年。

东川府辖区较小，只有东川、巧家、会泽三县。东川府境三县政区变动相当复杂，但多在境内进行，故不分县论述。三县县志均已查阅，可以按照县志记载计算死亡人口。
由于政区变动关系，巧家县缺1953年统计人口，附表2根据1955年数据补之，与1953年普查人口相差不远。三县合计，1953年统计人口较普查人口要差7万左右，虽有不合情理之处，但无更多资料，不再讨论。1958年会泽并入东川，突然增加7万人口，很不正常，显系政区变动所致。

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川府境因矿业发展人口迅速增加。1958年，三县均不见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会泽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东川市委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查肿干病、妇科病，对患者免费医疗，历时三年。“本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总数较上年减少13026人”。是年减少人口应为死亡人口。1961年东川市人口减少1.5万，可能是人口的死亡，也可能是压缩矿区工人的结果。《东川市志》没有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记载，难以判断，暂作外迁人口处理。根据《巧家县志》所载人口死亡率，1959年和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3万。与会泽县合计，约为1.6万。由于数据方面的问题，表11并未将东川县析出。因为，在周边各县人口出现规模性死亡的背景下，东川县难以幸免。何况，大饥荒时期的东川，与1953年的东川矿区大不相同，它已是一个将会泽县并入其中的较大的行政区。

昭通府境包括盐津、大关、昭通、鲁甸、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和威信九县。1953-1964年昭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9‰，1964-1982年为26.9‰。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有一定的规模。大昭通府境内的九县中，大关县和盐津县需要专门加以讨论。1958年大关和盐津县合并为大关县，1961年分治。合并与分治过程中，两县境域互有调整。合而计之，1953-1964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6‰，超过1964-1982年的23.5‰，1953-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七县。细查之，大关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正常，灾后的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67.5‰，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31‰。是年有大量人口迁入。在盐津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4.1‰，关键在于1957年人口的突然增长。《盐津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7-8月，四川宜宾、江安、筠连等地流入2257人，1962年，盐津、大关、彝良、绥江、宜宾、高县、筠连七县解决人口肓流问题的协作会议在盐津县城召开。然而，灾后三年，大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5‰，彝良县为55.5‰，迁返流民的工作并未见成效。盐津县1961-1964年数据缺。

在所能查阅到的昭通、鲁甸、大关、永善、彝良、盐津六县县志中
，彝良、盐津两县数据不全。1954年昭通县人口增长率只有1.4‰，而次年高达44.1‰，1954年的数据有误。永善县1954年人口增长率高达34.1‰，查《永善县志》，是年人口出生率为76‰，死亡率为31.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4.4‰，人口出生之多，死亡之多，自然增长之多，实属罕见。只是由于1953-1957年，永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2.7‰，并不很高，也就不对1954年数据进行修正。合而计之，从1953年至1957年，昭通、鲁甸、永善、大关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6‰，由于同一时期盐津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4.1‰，且与政区调整无关，估计也是四川人口迁入所致。加权平均，昭通府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3‰。

盐津县灾后人口数据缺载，无法利用。昭通等四县与彝良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4‰。上文已述，这五县中，大关、彝良两县为四川移民迁入县，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快。永善县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44‰，虽较大关、彝良、盐津三县人口增长速度为低，说明四川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规模。这让人们推测，在与四川接壤的威信、镇雄、绥江等县，也都有接受四川移民的可能。因此，将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30‰，应该是合适的。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昭通府境人口净减少5万，大关、彝良两县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各县，合计灾前还应增加人口6.4万。四年大饥荒中，昭通府人口共减少11.4万。这一区域是一个外来移民的迁入区，人口的迁入当超过迁出。因此，不可能出现因人口迁出而导致的人口减少。也就是说，四年大饥荒中，昭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达到11.4万。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净迁入，非正常死亡人口还应更多。

《大关县志·大事记》记载，1958年10月，大关、镇雄、威信、鲁甸四县民工8.6万人汇集境内修筑内江-昆明铁路，1960年，浮肿病及其他因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流行。其实，1958年大关县人口死亡率为35.57‰，死亡人口0.4万，超过灾前18‰的平均水平，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2万。在盐津县，农村“五病”患者达1.1万，非正常死亡上千人。
，将该县1959年死亡人口与1957年比较，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0.1万，其他三年数据不详。

曲靖府境包括宣威、曲靖、沾益、马龙、富源、罗平、陆良、寻甸八县。1953-1964年宣威等八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8‰，1964-1982年为31.3‰。仅从两个时段人口增长速度看，大饥荒期间曲靖府境内的人口死亡应有一定的规模。分县而论，除寻甸、陆良两县外，其他六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20‰，马龙县甚至超过31‰。然查《马龙县志》，1958年肿病发病率占全县总人口的11.08‰，人口死亡率高达40.56‰。
据此可以推测曲靖府其他各县都经历了大饥荒及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当然，寻甸、陆良两县人口的低增长，也并非完全真实，其中应有区划调整的因素。1963年，寻甸县划出71个村归同属曲靖府的马龙县，故不作县级数据的调整。1958年，陆良县也有大片区域划归曲靖，同样也是同一府级政区内部的区划调整。

在已查阅的曲靖府境各县县志中，还有陆良县人口数值得讨论。1957年陆良县人口26.5万，1958年降为22.1万，人口净减少4.4万。
其中饿死1.5万，净迁出0.4万。余2.5万减少人口不知所踪。县志还称1959年划出23399人给曲靖县，有误，应是1958年。因为，1959年陆良县22.2万人口，较1958年增加1600人，是年出生人口较死亡人口多1500人，净迁入人口200人，大致平衡。只不过，关于陆良县的死亡人口，《陆良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本县搞大跃进，造成饥饿死亡15266人，其中肿病死亡520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4%。毛泽东主席为此作了“一个教训”的批示，与中共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下发全国，同时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王从吾到陆良，配合省、地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处理。然而，1958年全县死亡人口一共只有15266人，似将全县死亡人口视作饿死人口？

由于陆良县的区划调整是在陆良县与曲靖县之间进行的，即在曲靖府境内进行的，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从1953年至1957年，曲靖、陆良、宣威、寻甸、富源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9‰，1960-1964年为19‰，低于1964-1982年的30.5‰。这其中，宣威县、曲靖县1961年和1962年的人口减少，是灾后四年人口低增长的重要原因。两县均是滇东地区的工业中心地区，灾前人口增长迅速。灾后人口减少，可以视作压缩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结果。马龙县和罗平县数据不全，无法分析。
据《宣威市志·大事记》，1960年流行浮肿病，但当年人口死亡率只有10.9‰，在云南省，此值属于正常范围。排除宣威不计，其余四县1960年至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2‰，以此测算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曲靖府人口净减少0.8万。曲靖、陆良两县合计，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死亡率约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2万，三年中人口减少7万。另外，在此三年中，陆良县净迁出人口0.4万，曲靖县净迁入人口3.5万，其他县情况不明。就全府情况而论，迁入人口的数量可能多于迁出人口。

再根据各县县志所载人口死亡率计算如下。陆良县1958年人口出生率18.12‰，死亡率56.53‰，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8.41‰，而《陆良县志》却记为47.4‰。据此可知，《陆良县志·大事记》所载全县饥饿死亡人口15266人是真实的，没有包括正常死亡人口。《陆良县志》第三编《人口》的记载有错。曲靖县（沾益县并入曲靖县）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9万。《曲靖市志·大事记》称1958年9月底，参加炼铁的人数达6万人。10月，组织3.5万人的远征队到宣威等地炼铁，肿干病大量流行，致病20665人，其中死亡3752人。所言可能是炼铁者中的死亡人口，而非全县。寻甸县1958年人口较1957年减少1.1万，是年人口增长率为-49.19‰，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8万。1959年和1960年，寻甸县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76‰和3.46‰，意味着当地仍有规模性人口死亡，估计三年中的非正常人口死亡可能达到1.1万。在马龙县，1958年人口死亡率高达40.56‰，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2万。1960年情况不详。不过，《马龙县志》第二十六编《医药卫生》称1961年仍查出肿疳病人1157例，基本治愈，1960年的情况可能糟糕得多。罗平县1955年人口为19.5万，按其他县的人口增长速度测算，1957年有人口20.4万。1960年实际人口为20.2万，推及1958年，减少人口更多。估计罗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4万。不过，《罗平县志》卷26《卫生医药》记载1958-1960年患水肿病死亡者合计2335人。富源县1957年与1958年人口持平，1959年略有增长，估计非死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2万。合而计之，宣威以外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3万，与上述分析相差2.7万。

陆良县的数据有造伪之嫌疑。《陆良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全县麻疹、百日咳混合流行，发病8926人，其中死亡1419人。查历年人口死亡记载，1959年全县死亡2690人，死亡率为12.11‰，如果其中包括患麻疹及百日咳病死者，正常死亡人口仅有1200余人。灾前的1957年陆良县死亡人口3815人，灾后的1962年死亡2220人，1959年全县死亡人口数明显低估。1961年7月，陆良县对“四病”患者约2万人给予营养性治疗。对于一个人口只有22万人口县份来说，全县人口的9%患上了因饥饿引起的水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和闭经，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然而，这一年，陆良全县人口死亡率只有13.94‰，稍高于前后两年，且较灾前人口死亡率稍低，只有3090人，不可相信。在曲靖县，1958年净迁入3.1万人口，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0.6万，人口应当增加2.5万。然而，这一年人口较上年仅增加1.7万，有0.8万人口不知所踪。1960年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0.6万，净迁入人口0.4万，人口理应增加1万，而这一年全县人口却较上年人口减少0.3万。又如宣威县1960年的浮肿病流行，却未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也令人不可相信。

1990年代的曲靖地区除包括曲靖府属各县外，还包括宜良、路南、泸西、嵩明、师宗、会泽等县，合计共13县。《曲靖地区志》记载了历年死亡人口，1958年全地区共死亡人口70028。
而依上文所述，同年曲靖、寻甸、陆良、马龙、罗平、路南、嵩明七县全部死亡人口接近6万，再加泸西县患肿干病死亡的1.2万人口，合计7.1万。
据此可见，《曲靖地区志》对于1958年死亡人口存在大量漏记。依《曲靖地区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所属13县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3万-4万，其中的隐瞒是相当明显的。

广西州境包括师宗、丘北、弥勒和泸西四县。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与曲靖府相同，也是16.8‰，1964-1982年则为28.5‰，稍慢于曲靖府境。目前仅查阅《泸西县志》。1953年泸西县人口不及1964年，是因为1956年曾划出14个乡，25439人给同属广西州的丘北县。从1953年至1957年，泸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3‰，1960-1964年为31.7‰，1964-1982年为28.1‰。数据合理，据此测定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广西州人口净减少2万。《泸西县志》没有完整的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记载，兹依曲靖府例，设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0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9万。广西州共减少人口3.9万。

《泸西县志·大事记》载，1958年因上年大春作物减产，加之征购过头，大部分农民缺粮断炊，入夏后缺粮农户达80%，因缺粮而发生的肿干病者共33203人，死亡11754人。当年全县总人口143719人，比1957年减少17915人。1959年全县人口继续减少595人，仅出生977人，死亡1681人。1958年死亡的11754人为患肿干病死者，还有0.6万减少人口，在县志作者看来属于非肿干病死者，占1957年底人口38.1‰，其中约有0.3万也属于非正常死亡，如此，泸西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5万。1959年泸西县人口死亡率只有11.72‰，低于灾前、灾后的水平，令人怀疑。从泸西县人口死亡规模看，上文对广西州境人口死亡规模的估计不会过高。

广南府境包括广南、富宁和砚山一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灾情较轻。查《富宁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富宁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至少有0.7万。
1957-1959年，广南县大片土地划归富宁，然《富宁县志》人口数据未作统一调整，1957年富宁县数据无法使用。从1953年至1956年，富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2‰，1960-1964年为23.3‰，灾后人口增长率偏低，原因在于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8.3‰，是年人口较1962年所增不足0.2万，然自然增长人口约为0.1万，净迁入人口多达0.3万，可见1963年数据不实。依广西州例，将广南府灾区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31‰。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广南府境净减少人口0.4万。富宁县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3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7万。在三年大饥荒中，富宁县人口净迁出0.2万，扣除以后，广南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9万。也就是说，在广南府境，除了富宁县人口死亡较多外，其他二县人口死亡规模较小。

开化府境的情况相当复杂。就1953年而论，其辖境包括河口市、麻栗坡市、屏边、文山、马关和砚山县一部分。1953年，麻栗坡市人口多达19.6万，1964年仅有13.6万。人口的减少并非灾荒引起，而是麻栗坡市的城市功能萎缩，城市人口四散所致。中越边境的另一城市河口，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9‰，但该市1953年人口不足2万，高增长却无太大意义。相反，同一时期屏边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6‰，《屏边县志》所载1953年和1964年人口与人口普查数据无法对应，是政区变动的结果。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屏边县无严重灾情，人口变动基本正常。

文山、西畴、马关和砚山县之一半，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5‰，1964-1982年为29‰，人口死亡有相当的规模。1953-1957年，文山、西畴、马关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1‰。
分县而论，文山县1958年人口略少于1957年，但人口死亡率基本正常，西畴县1958年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可以忽略。兹将开化府境灾前时间定于1958年底。文山等三县1961-1964年为25.7‰。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偏低，在于马关县1962年人口不明原因的减少。正因为不明原因，且因开化府的资料相当完整，不具抽样意义，也就不加修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文山等县人口增加0.4万。三年大饥荒中，三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区，约有1.5万人口。人口减少1.1万。根据三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西畴、文山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均为0.4万、马关县为0.2万。加上砚山县部分，西畴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1.1万。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另外，在麻栗坡市，1960-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4万。
开化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1.5万。

三年中，文山县有接近1万人口的净迁出，然而，文山县的数据系统紊乱，不可相信。例如，1959年，文山县净迁出人口0.54万，自然增长人口约500人，合计全县人口减少0.5万，可是这一年全县人口反而增加1万。数据上的差错多达1.5万。《文山县志·大事记》称，1958-1961年间，平坝等地222户、912人因缺粮弃家外迁，91户或送卖儿女，经动员返回710人。只是年度数据上的错误，使人无法对迁移人口加以讨论。

根据各县县志中的《大事记》，在田畴县，水库工地上的民工吃不饱，逃跑甚多，工地又大量发生黄肿病，工程被迫停工。在麻栗县，1960年，城市居民和机关干部每人每月定量粮食降至9公斤，食堂每人每天供应0.3公斤，死亡相续增多。

临安府境包括个旧市、蒙自、元阳、金平、通海、河西、华宁、峨山、开远、建水、曲溪、石屏、龙武和红河县一部分。1953-1964年临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2‰，1964-1982年为23.3‰。据此判断，临安府经历的饥荒，灾情不重，人口死亡不多。临安府境的县界变动十分颇繁，情况错综复杂。尽管现已查阅红河、元阳、石屏、通海、华宁、开远、峨山、蒙自、绿春、建水等十市县志
，但各县人口的变动仍然难以把握。例如，在元阳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16.4万，而人口统计数仅为15.9万。一般说来，数据上的差异多由政区变动所导致，元阳县却无境域变动的记载。石屏县，在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3‰的情况下，1956年的人口减少原因不明。华宁与通海之间或合或拆，两县人口的低增长与高增长可以互抵。开远县灾前人口的高增长与蒙自县1957年人口的高增长均不明原因。峨山县1954年和1957年的人口数忽高忽低，实为政区调整的结果。各种问题姑且不论，上述十县中除绿春县设立较晚，没有1953年的人口数据，九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2‰。以此测算灾前人口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石屏、通海、开远、峨山、蒙自五县1953-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6.9‰、15.2‰、25.8‰、16.2‰和19.7‰，以1955各县人口为基数，加权平均数只有18.3‰。                                                                                                                                                                                                                 

关于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石屏、通海、开远、峨山、蒙自、红河、绿春七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22.6‰、23.2‰、25.3‰、25‰、24‰、24.9‰和38.4‰，以1964年人口为基数，加权平均值为25.4‰，根据已获全部十县历年人口，计算所得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1‰。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吻合。

据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临安府境人口增加0.9万。根据绿春、红河、石屏、蒙自、通海、峨山六县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记载，1958-1960年三年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5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3万，三年中的减少人口为3.4万。

在蒙自县，三年大饥荒中净迁入人口为0.4万。在灾前，临安府境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说明人口的迁入一直多于迁出，以1953年县级政区计，临安府属县共有14个，然其中三县并入他县，又分立绿春县，合计为12个县，以每县0.4万净迁入人口计，净迁入人口约为5万。如此，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4万。

可以利用分县人口死亡率数据加以检验。绿春县非正常死亡人口0.1万，蒙自县0.2万，红河县0.3万，通海县0.8万，石屏县和峨山县各1万，建水县和元阳县日的数据不全，依已有数据推测，各为1.5万。八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4万。其余四县人口死亡规模可能较小，如开元县，三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正值，与蒙自县的情况相似。与开元相邻的个旧市，由于是城市的缘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不会太多。另两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果达到近0.8万-0.9万的规模，上文根据人口增长速度进行的死亡人口推测可以成立。

《红河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据《中共红河县委扩大会议精神报告》，病人多，死亡人多。1960年全县死亡3578人。而据《红河县志》第二编《人口》，1960年全县死亡4937人，可知上引中共红河县委报告所指，实为非正常死亡人口。与其他县相比，红河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1960年，其他两年人口变动正常。在石屏县，1958年的人口死亡主要因水利工程建设而引起。春天，三岔河水利工程上马，劳力万余人，占农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石屏县志·大事记》称，1958-1960年，因病而死亡者达万余人，与根据人口死亡率所作分析完全一致。在峨山县，1958年11月，全县肿瘦病患者11275人，至1960年病死者数千人。1960年甸中管理区赶载插秧的进度，吊打社员89人，干群关系严重激化。在元阳县，1959年，县委将实产粮食0.9亿斤，虚报为3亿斤，为全州增长幅度最大，获一辆吉普车的奖励。当年全县征购公粮4000万斤，致使农村严重缺粮，造成万余人非正常死亡。最离奇的事件发生在1960年8月，“因缺粮，瓦灰城、采山坪、小新街等地发生群众抢国家粮库事件。县委即派工作组安排群众生活，依法逮捕了主谋，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在国家粮库有粮的背景下，元阳县饿死1.5万人口，实在是匪夷所思。

楚雄府境包括楚雄、双柏、永仁、牟定、南华、姚安、大姚、盐丰和广通。1953-1964年楚雄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1964-1982年高达36‰。前一时期人口的低增长暗示当地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后一时期人口的高增长则与攀枝花市兴起有关。1982年，攀枝花市人口多达51.8万，已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攀枝花市位于永仁县境北端，隔江与四川省相邻。1953年永仁县普查人口为10.3万，据《永仁县志》，1953年统计人口只有5.4万。
数据的巨大差异反映的是政区调整的结果，即永仁县邻近攀枝花的一部分，划作攀枝花市。1958年，永仁县人口突然增长，1959年又大量减少。人口的异常变动既与“大跃进”的背景有关，也与当地的工业化过程有关。不过，人口的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即是本文的主题——大饥荒。《永仁县志》第二十二篇《医疗卫生》称，1958年上半年，境内开始出现肿干病，以农村为主逐步蔓延全县。1960年7月，在全县范围内设立医疗点50个。1961年5月据县卫生科统计，共治疗肿病人1136人，治愈985，死亡18人。治疗干病3043人，治愈恢复2761人，死亡3人。按照这一记载，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甚少。《永仁县志·大事记》的记载大不相同，1959年，因肿干病流行，“境内死人逾数千”。1960年，各食堂无粮食增加，肿干病发病率难以控制。另外，这一年推行“小村并大村，消灭独家村，三年水利化，亩产八百斤”，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要搬家。至年底共搬迁454个自然村，5716户。由于大量搬迁，造成人畜死亡，田地荒芜。前一资料对于人口死亡状况的隐瞒是显然的。

南华县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据《南华县志·大事记》，1960年肿干病流行，其诱因是县内大部分食堂每人每天只有1-2两粮食。灾难实际发生于1958年4月，中共南华县委认为四个多月来，全县农村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较多。要严禁非法吊打，游街和乱斗争人。9月1日，不完全统计，肿干病人5511人，死亡1436人，治愈3210人。1958-1961年4年间，全县肿干病23563人，死亡5330人。仅马街区死于肿干病及其并发症的就达1874人。然而，在《南华县志》卷一《地理》的记载中，1958年全县人口死亡总数只有2280人，1958-1960年全县共死亡6849人，由于1961年全县死亡人口只有774人，死亡率仅为6.72‰，所以，扣除肿干病死亡者，三年中的正常死亡人口一共只有1519人，每年506人。这是不可相信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南华县1957年、1956年和1954年人口死亡数分别为2042人、3001人和2465人，死亡率分别高达16.38‰、24.61‰和20.11‰。在灾后，1962-1964年人口死亡率均在11‰-16‰之间。
既使以11‰人口死亡率作为人口正常死亡率，正常死亡人口也有3800人。《南华县志》对于死亡人口的隐瞒是明显的，手法是拙劣的。

《双柏县志》对于死亡人口的记载也存在问题。1958年，人口出生率为26‰，死亡率为27‰，自然增长率为-1‰，1959年的记载与此相似，人口出生率为10‰，死亡率为16‰，自然增长率为-6‰。皆正确。1960年出生人口只有1416人，死亡人口为1679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居然为7.76‰。产生这一数据错误的原因，在于人口出生数和人口死亡数均未列于人口统计栏中，只出现在文字表述里。不过，文字表达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3‰，推算死亡人口应达3700人。
这一记载证明《双柏县志》对于死亡人口存在严重的隐瞒。

《牟定县志》中的数据错误是这样出现的。1957年为117344人，1958年为123318人，人口净增加5974人。是年人口出生和死亡情况不详，却知迁入人口12818，迁出人口29453，净迁出人口为16635人。
假定1958年人口死亡率正常，为10‰，则有1173人，是年出生人口要达到17808人，才能满足净迁出人口的需要。如是，则人口出生率需达到151.8‰方可。这无异于天方夜谈，不可相信。

综上所述，现已阅读的楚雄府四部县志，每部县志有关饥荒年份的人口记载都存在相当严重的数据错误。从1953年至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3‰，1960-1964年为28.2‰，1964-1982年为22.8‰。灾前、灾后的数据系列相当合理。以此推算楚雄府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楚雄府境净减少人口9.6万。

以南华县为例，1958-1960年平均每年人口出生率只有13.8‰。如上文所述，南华县灾前人口死亡率大于16‰，灾后则超过11‰，所以，三年中的出生人口没有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双柏县灾前人口死亡率平均为17.6‰，而大饥荒三年中平均每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7.4‰，也未超过灾前人口死亡率。所以，大饥荒期间出生人口不用计算。上文已揭牟定县的迁移人口不可相信，故认定人口的迁出与迁入平衡。这样，三年中的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换言之，平均每县非死亡人口超过1万，根据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要少得多，原因如上文所述，各县县志对于死亡人口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元江州辖元江、新平、江城三县及红河县的一部分。1953年，三县合计人口只有28.4万。根据《新平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0.7万。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1万-12万人口的小县而言，人口死亡情况非常严重。《新平县志·大事记》记载，1960年，省医疗队新平中队治愈水肿病人4638人。未提人口死亡状况。
在元江县，《元江县志》称，1958-1960年，肿瘦病患者剧增。江城县是小县，人口约3万，无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记载，暂不讨论。

灾前四年元江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9‰，灾后三年为37.3‰。元江州是少数民族聚集区，1950年代初期的人口低增长，可能是正常的。以此估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元江州净减少人口0.4万。大饥荒四年间，新平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17个千分点，推及全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5万，全州共减少人口0.9万。

《元江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至1960年，虽然死亡率大大超过出生率，又有曼线等15个自然村同时划归新平县，人口相应减少。但与此同时，境内又有来自县外的劳改、劳教人员及下放干部和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归侨、难侨，先后安排于元江农场、红光农场和甘庄、红河华侨农场等地，其迁入人口与非正常性病亡人口以及划出人口基本平衡，故1961年年末人口比1960年年末人口，全县只减少1819人。此句不通。如果迁入人口与划出人口、非正常性病亡人口持平的话，何以1961年人口会少于1960年？事实上，1961年底人口较1960年底人口并未减少1819人，而是减少306人。此1819人可能是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劳改农场及迁入的华侨构成了元江县人口的净迁入。假定他们的人口有0.1万，则元江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元江州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万。州境所载江城县和红河县之三分之一人口较少，对其死亡人口之计算并无意义，一并列入灾区。

镇沅州辖镇沅一县。该县政区变动大，1957年及以前人口数据缺。1961年人口数怪异，无法据以分析。《镇沅县志·大事记》称，1958年，少数干部强迫命令，无视国家法纪，对所谓“不服从指挥”的群众随意捆绑吊打。被打者有的致残，有的自杀，有的被打死。据《镇沅县志》第三篇所载历年死亡人口数推测，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2万。同书第二十四编《卫生·体育》称，1958-1960年水肿病患者死亡人数共2243人，1961年发病人数达2863人，未言病亡人口。
0.2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值。

景东厅辖景东一县。依据《景东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景东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永秀区、别罗管理区224名强劳力中，一个月内有170人先后患浮肿。其临床症状是，低血糖，咳喘和高热，全身逐渐浮肿。重症者胸懑腹胀，皮肤破裂，溃烂流黄水。每天只有8人能参加劳动。1960年，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全县因吃粮不足，营养不良，劳动过度，患浮肿、低血糖、妇女子宫脱垂等疾病的达35983人，死亡1785人。1958年全县死亡2239人，人口死亡率12.5‰。1957年全县人口死亡2883人，死亡率16‰。

蒙化厅只辖巍山一县，1961年，巍山县划出县境南区八个公社，另置南涧县。从1953-1964年，巍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1964-1982年为26.6‰。查阅《巍山县志》和《南涧县志》，两本县志所载区域有重复，不可分别计算。据《巍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万。

普洱府地处云南之最南端，与缅甸、老挝交界,包括普洱、思茅、墨江、景洪、西双版纳。1953年后，分设景谷、勐海和勐蜡。在已查阅的景谷、景洪、勐海、勐蜡、普洱五县县志中，仅有《普洱县志》记载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30.9‰，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2万。
在景谷县，1958年的人口减少是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所致。是年全县人口14.5万，较上年自然减少923人，推测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3万。
1958年12月下旬，勐海县1000多人暴动，“越境外逃为匪”。
正因为越境外逃是一条求生之路，所以，勐海县人口死亡较少。《勐海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全县出现1067例水肿病，死亡28例。在景洪县，1959年人口死亡最多，达1860人，死亡率16.98‰，非正常死亡人口不足千人。该县1960年有3900余人外迁缅甸，与勐海县的情况相似。推测普洱府沿边地区情况与勐海、景洪两县相似，非沿边县份则与景谷、普洱两县相似，即思茅、墨江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可能达到0.5万。

顺宁府境包括耿马、沧源、凤庆、双江、临沧、云县、澜沧和昌宁县一部分。1954年分澜沧县一部分设孟连县，1956-1957年，又从澜沧县划出部分区域设立西盟山区，后改为西盟县。此后，澜沧县政区不再变动。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53年中澜沧县人口为34.1万，1964年中为25.2万。在《澜沧县志》中，1953年底人口为20.6万，1964年底为25.6万。很显然，《澜沧县志》中的数据是按照1957年以后的政区统计的。从澜沧县分出的孟连县和西盟县，其人口之和应与从澜沧县划出的人口相等，两县1953年底人口应为13.8万。据《孟连县志》，1954年底孟连县人口只有4.4万，推测1953年约4.3万。西盟县人口应为9.5万。然而，在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中，西盟县人口只有4.1万。1953年当不足4万。如此，1953年澜沧县人口中有大约6万人口不知所踪。据此分析，附表1将澜沧县人口数修改为28.1万。

顺宁府南部与缅甸相邻。大饥荒年代，沿边县份饥民纷纷外逃。《澜沧县志》第四编《人口》称1958年全县数千人口外迁；而在《大事记》中，则称1959年争取外迁人员回归5417人。
1958年，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数为3842人，人口总数较上年净减少3300人，减少7142人。如果将此数当作外逃人口，1959年，其中大部分应被劝回。然而，1959年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3249人，如果加上5417名回归人员，理应增加8666人。事实却是，这一年人口较上年仅增加473人，不仅1958年外逃者没有回归，1959年仍有2776人外逃。1961年的情况依然如故，从数据分析可见，边民外逃仍在继续。如有人强调外逃的边民回归为真，那么，人口死亡数则为假。《孟连县志》第二章《人口》称，1958年搞大跃进，人心不安，部分人口外迁，造成人口减少。1962年以后，外迁人员逐渐回归。《孟连县志·大事记》的记载是，1958年外迁3315户，1.5万人。1959年外迁群众回归3244户，1.3万人，占80%。
1957年全县人口47062人，1958年为37574人，净减9488人。以30%的人口出生率计，1958年出生人口约1400人，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800人。以此数计算，外迁人口只有1.1万。1959年全县人口37183人，较1958年人口仍有减少，哪里来的1.3万人口回归？实际情况是，三年大饥荒中，外迁人口共有1.5万，其中部分在1962年以后回归。

根据各县县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耿马、沧源两县没有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年两县人口外迁数分别为0.6万和1.4万。
此两县非灾区，外迁人口不予讨论。

依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澜沧县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0.76万，临沧县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0.74万。双江县仅0.1万。云县只有1960年数，是年全部死亡人口约为1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77万。《云县志》卷二十八《卫生》称1960年病死只有2265人，较实际病死者要少0.5万。根据同一资料，1959年，水肿、干瘪病人有9711人，1960年为13265人，1961年为13781人，1960年病者占三年病者总数的36.1%。另外，虽然1961年病人多于1960年，但是，1961年病者死亡只有617人。依照1960年病死人口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比例，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2万。加上1959年，合计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少于1.1万。凤庆县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万。
顺宁府灾区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7万。

还可以依据人口增长速度测算法来估计顺宁府之非正常死亡人口。在澜沧、双江、沧源、凤庆四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5‰，1961-1964年为34.1‰。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顺宁府灾区人口净减少2.1万。在四年大饥荒中，澜沧、双江、临沧、凤庆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区，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3万。灾区合计减少人口6.4万。据上文分析，四年大饥荒中，澜沧、孟连两县外迁人口多达2.5万，将外迁人口扣除后，顺宁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3.9万。稍多于上文之估计。如果其他县也存在少量的人口外迁，两种估计结果就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顺宁府各县县志所载历年死亡人口基本准确。

永昌府境与顺宁府毗邻，包括漾濞、保山、潞西、龙陵、永平、镇康、大雪山区和昌宁县一部分。大饥荒时期，虽然灾情严重，但人口大量迁往境外，使得人口死亡的危机得以缓解。在所阅地方志中，潞西县、镇康县、永德县、龙陵县、保山市等地均有人口大规模外迁缅甸的记载。
如《龙陵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强迫命令成风。干部对待群众，采用“捆、吊、打、罚、跪、扣工分、扒口粮”等作法。造成粮食减产，一万多人上山找代食品，两千多人外逃。在保山市，1958年人口达到43.1万，1961年仅有41.2万，其原因如《保山市志·大事记》载，干部强迫命令群众执行所定的高指标，打骂和批斗群众成风，具体方式为：罚站，饿饭，游寨子，捆，跪，拳打脚踢，压杆子，拔胡子，头上顶土箕，顶汽油桶，嘴里塞泥巴，“热闹他一场”等。“热闹他一场”是一种什么刑罚，尚不知。全县全年23人死于肉刑，发生了潞江、上江1600人逃往境外的事件。

根据各县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各县人口死亡之规模。在永平县，历年人口记载残缺不全。只知1960年较1959年净减少280人。1963年，该县人口死亡率为8.12‰，1959年和1960年的死亡率分别为14.67‰和25.55‰。两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0.2万。
《永平县志·大事记》的记载称，1960年，城乡各地发生肿干病，玉皇阁水库工地、厂街铜矿等地病情尤重。事态发生后，县委及时采取了集中治疗、办好食堂、给予休息等措施，但因条件有限，病情难以控制，仍有许多病人死亡。龙陵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规模与此相当。永德县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7万。该县人口死亡的一部分是水肿病，大部分则是移民并寨。《永德县志·大事记》载，1961年统计，1958年移民并寨导致死亡2466人，外迁1042人。然而，1958年全年人口死亡1417人。上引资料可能将1959年的人口死亡错为1958年。在镇康县，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3万。镇康县和永德县原为镇康县，1963年析分为二。也就是说，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永昌府境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镇康县、龙陵县和永平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1.4万。由于各县境域变动复杂及人口外逃规模较大，无法根据分县人口增长速度判断人口死亡情况。

腾越厅境包括腾冲、盈江、盏西、梁河、莲山、陇川和瑞丽。腾越厅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也与人口的规模性外迁有关。如腾冲县，1964年人口不及1953年，境域变动情况不详，然而，查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只有0.2万。
在梁河县，1961年以前的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缺载。从历年人口的增长情况看，似乎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这样，尽管1964年腾越厅人口不及1953年，但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也很难说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死亡。

大理府境包括下关市、泸水、宾川、大理、凤仪、祥云、云龙、弥渡、洱源、邓川。下关市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1958年，下关市人口净增2.5万，增长率高达476‰，从1959年至1962年，下关市人口逐年减少。下关市人口增长与减少，即是周边乡村农民的进城与返乡。所以，尽管没有资料证明下关市也经历了大饥荒，但在计算中，下关市人口计入灾区人口。

据大理（含下关市）、洱源、弥渡、祥云、云龙、泸水六部地方志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
，1958-1960年，各县都经历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泸水县人口少，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1万，祥云县约0.3万，云龙县约0.5万，弥渡县约0.6万。《洱源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较多，且有部分死亡。大理县的记载与此相似。合计全府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3万。

1953-1964年，大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1964-1982年为26.3‰。根据大理、下关、祥云、弥渡、洱源、云龙、泸水七县市历年人口，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2‰，1960-1964年为29.1‰，1964-1982年为25.6‰。数据合理。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大理府境净减少人口2.9万。依据弥渡、祥云、云龙、泸水四县县志，三年大饥荒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6万。合计大理府境减少人口共5.5万。

《弥渡县志》所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人口总数相互吻合，证明三年大饥荒中，该县无规模性的人口迁入或迁出。泸水县则有约0.1万余人的净迁入。同样的分析表明，云龙、祥云两县人口的净迁出多达1.5万。估计大理府的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2.5万人左右。如是，大理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万人。

各县县志《大事记》对于人口死亡的原因与背景有以下记载。在大理县，1958年，3.5万人组成协作大军，大搞工业。县政法部门组织了社办“学好队”，全县被强制集中改造人员3.5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强。1959年，因虚报产量，全年上交公余粮占总产量的64.4%，人口的大量死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弥渡县，1958年春，飞跃水库、大跃进水库、联胜水库、永跃水库同时上马，上阵劳动力4万多人，占农业总劳力的71.7%。10月，全县先后有3万人奔上钢铁前线，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水库建设和大炼钢铁。至1960年夏天，有些地方每人每天只有4-6市两粮食。

丽江府位于大丽府境北部，包括丽江、福贡、贡山、兰坪、剑川、鹤庆、碧江、中甸、维西、德钦。丽江府境虽然地处高寒山区，却也未能逃脱大饥荒的侵袭。《中甸县志》称，1959年全县实产粮食2278万公斤，虚报为4700万公斤，征了过头粮。1960年全县7.9%的人口因饥饿患病，死亡人口2037人，其中1700人死于营养不良加之过度疲劳引起的病症。
在维西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48.79‰，只是因为全县人口少，是年全部死亡人口为3155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2万
，与中甸县情况相似。其他县因未获资料，不明详情。

丽江府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1964-1982年为25.2‰。据此可知丽江府人口死亡较多。中甸、维西两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5‰，1961-1964年为28.5‰，1964-1982年为26.6‰。数据合理，以此推测丽江全府灾前、灾后人口。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丽江府境净减少人口7.6万。在维西县，大灾四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1万，即丽江府减少人口8.7万。以中甸县为例，1959-1961年，净迁出人口仅为14人，可以忽略不计。如是，丽江府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永北厅境有永胜、华坪、宁蒗三县和凉山办事处。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1964-1982年为23.8‰。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华坪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8-1961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4万。
不过，永胜县人口死亡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既使在大饥荒时代，永胜县的人口也是增长的。

永胜、华坪两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1961-1964年为31.7‰，1964-1982年为24.9‰。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永北厅净减少人口2.8万。在华坪县，1958-1961年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4个千分点，推及全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7万。合计永北厅全部减少人口多达4.5万。

除了华坪、永胜两县各有数千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尚有多达4万的减少人口属于宁蒗县。1950年，从宁蒗县析出凉山办事处，1956年又合并。1953年，宁蒗、凉山两地人口合计10.7万，1964年仅存9.8万，1982年增至16.9万。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2‰和30.9‰。前一时期人口减少的幅度太大，而后一时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太快。我怀疑1964年的数据可能有误。1964-1982年，永胜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5‰，华坪县因划出部分区域建立渡口市，人口增长速度不详。以25.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华坪县1964年应有10.7万人口，较现有数据多出0.9万人口。以此值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永北厅净减少人口1.9万，加上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部分，永北厅减少人口为3.6万。此即永北厅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县论之，宁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万。

据《华坪县志·大事记》，1958年，调6440个民工，修建县城至宁蒗战河公路98公里。病亡及施工死亡民工73人。1960年4月，因肿病死亡1607人。1958-1959年，，在中心公社，强迫命令被吊打的有2173人，占用民房12826间，其中拆毁2375间，批斗干部961人。永胜、宁蒗的情况不明。

兹将1958-1961年云南分府人口死亡情况列如表11。

表11  1958-1961年云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府  州
	灾区
	人口年平
	均增长率
	1957年
	人口年平
	均增长率
	1960年
	死亡
	1957年
	死亡人

	府名
	县市
	1953-1964
	1953-1957
	人口
	1964-1982
	1960-1964
	人口
	人口
	全府州人口
	口比例

	云南府
	10.0
	22.0
	29.6
	93.5
	20.0
	31.6
	93.4
	2.9
	173.2
	1.7

	澂江府
	4.0
	1.3
	18.0
	54.4
	25.4
	35.7
	46.7
	7.5
	54.4
	13.8

	武定州
	3.0
	17.9
	26.4
	45.6
	24.4
	31.0
	45.7
	1.6
	45.6
	3.5

	东川府
	3.0
	15.9
	15.7
	83.7
	22.5
	27.8
	84.2
	1.6
	83.7
	1.9

	昭通府
	9.0
	14.9
	26.3
	186.0
	26.9
	30.0
	181.0
	11.4
	186.0
	6.1

	曲靖府
	8.0
	16.8
	22.9
	145.6
	31.3
	21.2
	144.8
	7.0
	199.0
	3.5

	广西州
	4.0
	16.8
	23.3
	67.5
	28.5
	31.7
	65.5
	3.8
	67.5
	5.6

	广南府
	2.5
	19.0
	24.2
	57.1
	29.2
	31.0
	56.7
	0.9
	57.1
	1.6

	开化府
	4.5
	15.5
	18.1
	54.6
	29.0
	25.7
	55.0
	1.5
	54.6
	2.7

	临安府
	14.0
	19.2
	26.2
	169.6
	23.3
	25.1
	170.5
	8.4
	169.6
	5.0

	楚雄府
	9.0
	12.0
	28.3
	110.4
	36.0
	28.2
	100.8
	9.6
	110.4
	8.7

	元江州
	3.3
	12.4
	13.9
	30.2
	25.3
	37.3
	29.6
	1.0
	30.2
	3.3

	镇沅州
	1.0
	16.1
	
	11.4
	20.8
	
	11.5
	0.2
	11.4
	1.8

	景东厅
	1.0
	17.0
	12.9
	24.1
	23.7
	37.9
	25.1
	0.3
	24.1
	1.2

	蒙化厅
	1.0
	12.0
	21.0
	25.7
	26.6
	28.7
	24.9
	1.7
	25.7
	6.6

	普洱府
	3.0
	32.5
	28.8
	69.9
	13.4
	36.7
	78.2
	1.0
	69.9
	1.4

	顺宁府
	5.0
	17.6
	29.5
	96.0
	24.1
	34.1
	93.9
	3.7
	122.5
	3.0

	永昌府
	3.0
	8.9
	26.6
	45.7
	28.4
	34.2
	41.2
	1.4
	133.8
	1.0

	腾越厅
	1.0
	-1.8
	11.2
	36.2
	19.9
	24.5
	30.6
	0.2
	76.8
	0.3

	大理府
	9.0
	16.1
	23.2
	103.9
	26.3
	29.1
	101.0
	3.0
	103.9
	2.9

	丽江府
	10.0
	24.2
	20.5
	78.7
	13.7
	28.5
	71.1
	8.7
	78.7
	11.1

	永北厅
	4.0
	10.7
	25.0
	40.2
	23.8
	31.7
	38.3
	3.0
	40.2
	7.5

	合 计
	112.3
	
	
	1630.0
	
	
	1589.7
	80.4
	1918.3
	4.2


说明： 1、云南府包括：呈贡、晋宁、安宁、富民、宜良、嵩明、禄丰、罗次、易门、昆阳；东川府包括巧家、会泽；曲靖府包括曲靖、沾益、马龙、富源、罗平、陆良、寻甸；开化府包括麻栗坡市、文山、西畴、马关和砚山县一部分；普洱府包括思茅、普洱、墨江，因政区无法区分，人口统计包括全府各县；普洱府包括思茅、普洱、景谷、墨江；顺宁府包括凤庆、双江、临沧、云县、澜沧；永昌府包括龙陵、永平、镇康；腾越厅只包括腾冲县；大理府包括所属大理、泸水、宾川、风仪、祥云、云龙、弥渡、洱源；其余各府州皆包括全部。

2、镇沅州、景东厅、蒙化厅、顺宁府、永昌府、丽江府、永北厅境内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云南府、澂江府、武定州、昭通府、曲靖府、广西州、广南府、楚雄府、临安府、元江州、普洱府、大理府境内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1958-1960年，东川府、开化府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腾越厅主要发生于1960年。
云南省有112个县市经历了大饥荒。全省合计有80.4万人死于饥饿以及饥饿引发的疾病。

分府而论，澂江府人口死亡比例最高，丽江、永北、楚雄、蒙化诸府厅境次之；昭通府人口死亡数量最多，楚雄、丽江、临安、澂江府境次之。就全省情形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4.2‰。

    根据《中国人口·云南分册》所载数据，1958-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60万人。1961年人口死亡率为11.8‰
，基本正常。然而，在本文分析中，1961年仍属大灾之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甚多。
   12、四川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纂改人口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因此在确定灾前、灾后正常人口死亡率时，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另外，各地方志《大事记》所载细节相对较少，本节分析除了干巴巴的数据，很难找到有血有肉的记载对数据进行阐释。兹分府分析如下。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
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
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
，兹不赘述。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5‰。
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
，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4‰。
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1961-1964年为23.3‰。
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知悉详情。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1-1964年为34.9‰。
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64.9‰。
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
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5万。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
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叙州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宜宾市、宜宾、普安营、雷波、马边、富顺、隆昌、南溪、长宁、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和沐川。已经查获的地方志多达9种，其中只有一种无历年人口记载。沐川、富顺、宜宾、兴文、珙县、长宁、隆昌、雷波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2-1964年为51.5‰。
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因为灾后宜宾县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7.9‰和121.1‰，宜宾县人口的高增长是政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排除宜宾县不计，灾后叙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4‰，以此测算叙州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叙州府人口净减少58.4万。宜宾、珙县、长宁、隆昌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2万。叙州府境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71.6万。目前仅查到《珙县志》所载迁移人口，五年中净迁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应有17.2万人口外迁。不过，叙州府境的自贡、宜宾两市人口增长迅速，迁入人口可能多于迁出人口。如此，设净迁出人口与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当，则叙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这一点上，叙州府的情况与嘉定府相同。

泸州境包括泸州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泸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4-1982年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分县而论，1953-1964年泸州市人口大量减少可能与泸县人口增加有关，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与泸州府境各县同期人口变动速度一致。

纳溪、合江、江安、泸县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1962-1964年为38.6‰。
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泸州净减少人口33.3万。大饥荒中，合江、泸县、江安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4万。不过，在合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20639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7万。泸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在《江安县志》中，1960年全县总人口为280759，出生人口为3919，出生率为10.1‰，全部死亡人口只有2047人，死亡率记作667.3‰，自然增长率记作57.2‰。死亡率实为7.3‰之误，而自然增长率是用67.3‰的死亡率减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来，江安县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将多达1.9万，而不是0.2万。

叙永厅境只有叙永、古蔺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18.9‰。叙永处于川南，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人口的增长速度偏低。尽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仍可说明该地经历过大饥荒，人口曾经大量死亡。

《叙永县志》只记载有历年人口数，而无其他记载。古蔺县除了历年人口外，还记有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1962-1964年为30.1‰。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10.6万。五年中古蔺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44个千分点，推及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6万。叙永厅与云南昭通府邻，大饥荒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四川饥民逃至昭通。将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与净迁出人口相抵，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重庆府境包括重庆市、巴县、长寿、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铜梁、永川、大足、荣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胜。1953-1964年重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1964-1982年为21.4‰。1953年，重庆府境内市县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11年间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意味着人口死亡的巨大规模。在已查阅的南川、涪陵、武胜、武隆、璧山、永 川、江北、合川、巴县、大足十县县志中，只有巴县灾前人口变动呈现异常。1956年，巴县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达38.3‰。是年净迁入人口多达5万余，使得人口总数增长而非减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1.4万，人口净迁入0.2万，人口理应增加1.6万。在没有政区变动的情况下，是年人口却减少了0.7万，不知何因。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53年巴县人口为879378，在《巴县志》中，则为819378，由于195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超过1954年和1955年巴县人口，所以，这一数据肯定是错误的。本文计算据《巴县志》。

从1953年至1957年，重庆府境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62-1964年为40.1‰。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庆府境人口净减少146.6万。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胜、武隆、巴县、涪陵等八县，大饥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7.6万，合计重庆府境内减少人口184.2万。巴县、璧山、大足、涪陵四县有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四县合计，大饥荒五年间人口净迁出4.2万，推及全府并扣除重庆市，大饥荒期间净迁出人口达12.5万左右。重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1.5万。

顺庆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广安、岳池、营山、蓬安、仪陇、西充、邻水八县。1953-1964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1964-1982年为20.6‰。比较而言，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顺庆府境九县，已经查阅的县志多达七种，其中有些数据存在问题。如在营山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属于人口增长最慢的县份之一。根据《营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
，值得讨论的是，《营山县志》所载1953年人口为普查人口，从1953年中至1954年底，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1‰，如果将此数当作1953年底数，至1954年底，人口增长率也只有22.8‰，与以后两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将营山县1953年人口数当作年底数，或将历年人口数当作年平均数，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3.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岳池和南充。在西充县，1953年统计人口为433582，超过1954年人口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427625，更为合理。即使将1953年西充县普查人口当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县人口增长率也不过为9.9‰。看来，将顺庆府1953年普查人口当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将顺庆府境各县统计人口当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顺庆府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
人口的这一增长速度不高，是因为仪陇和岳池两县1957年人口已经少于1956年。如仪陇县，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0.7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9万，1.6万人口不知所踪。在岳池县，1957年自然增长人口1.5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2万，也有1.7万人口不知所踪。在有些地区，1958年人口减少是进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踪，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两县排除不计，灾前四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

1962-1964年，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于南充县和营山县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县，按照人口总数计算所得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2年南充县自然增长人口2.5万，净迁出人口0.2万，人口净增2.3万，而总人口仅增加234人，2.3万人口不见踪影。在营山县，1963年和1964年分别有0.8万和0.3万人口失踪。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充、营山两县均有详细的人口迁移记载，失踪人口不可以解释为外迁人口。排除两县不计，其余五县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7‰。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顺庆府境人口净减少42.9万。营山、南充、岳池、仪陇、蓬安五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4万。合计减少人口56.3万。五年中，营山、蓬安、南充三县净迁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最多不超过4万。这一推测相当可靠，如在仪陇县，根据历年人口和自然增减人口推算，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只有0.4万，数量也是不多的。据此，顺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2.3万。

营山、南充、蓬安三县有人口迁移的明确记载，藉此可以检验大饥荒中有关人口记载的真伪。在营山县，1959年较1958年净减少5万人口，而自然增长人口仅为400，净迁出人口仅为0.76，有4.3万人口不知所踪。1958年也有0.6万人口失踪。实际上，也是县志作者缩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数。在南充县，1958年有0.9万人口不知所踪，1962年有0.4万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县，1958年和1961年分别有0.4万和0.6万人口不知所踪。比较而言，营山县对于死亡人口的隐瞒是相当惊人的。而根据上引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7万，岳池约6.5万，蓬安约5.5万，仪陇约3万。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营山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7万，而依上述分析，则可能多达7.6万，达到与南充县相当的规模。顺庆府辖9县，南充市人口较少，死亡人口也应较少，其余8县平均死亡人口多达6万余，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保宁府境包括广元、昭化、旺苍、剑阁、苍溪、南部、阆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县。1953-1964年保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64-1982年为22‰。也有灾情。根据苍溪、剑阁、巴中、广元、南部五县县志，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4‰，1961-1964年为26.3‰。
据此推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宁府净减少人口30.6万。大饥荒四年中，苍溪、巴中、剑阁、南部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仅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9万，合计减少人口34.5万。四年中，苍溪、巴中两县净迁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大约为2万。保宁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2.5万。

太平厅境有城口、万源两县。1953-1964年太平厅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9‰，1964-1982年为23‰。在《城口县志》中，1953年年末人口为137275
，与普查人口数完全相同。如果《城口县志》的记载为真，1954年城口县人口增长率高达31.8‰，大大超过后两年的7.2‰和15.6‰。《城口县志》还记载有1953年年均人口为134689。很显然，该县县志错将年末人口当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为据，从1953年至1957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以年均人口为据，则为19.0‰。与周边地区比较，第二个数据更准确。依年末人口数，1961-1964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9‰。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厅人口净减少3.7万。四年中城口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据此测算，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万，合计减少人口4.9万。《城口县志》没有人口迁移的记载，但根据历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历年人口增减数，可知大饥荒四年中城口县净迁入人口约1600人。无论这一数据是否准确，它告诉我们，城口县不是一个人口的迁出区。太平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绥定府境有达县、宣汉、开江、大竹和渠县。1953-1964年绥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1964-1982年为21‰。由此可见，绥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开江、宣汉、达县、大竹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1961-1964年为20.4‰，灾后三年数据偏低是由达县数据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达县自然增长人口1.1万，总人口却减少1.5万，合计有2.6万人口不知所踪，以至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排除达县不计，其他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绥定府净减少人口37.2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2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7.1万，合计减少人口44.3万。宣汉县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5万。依历年人口数与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达县净迁入人口约0.4万，大竹县净迁出0.4万。推测绥定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0.8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3.5万。

《达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发生水肿病。也就在这一年，全县外调粮食16360万斤支援京、津、沪，全县设立孤儿院11个。达县数万人口就是这样饿死的。

夔州府境包括万县市和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1964-1982年为21.5‰，人口的死亡规模相当大。巫山、巫溪、开县、云阳、万县市、万县六市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3‰，1962-1964年为23.4‰，1964-1982年为20.9‰。
灾后两年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细查之，在巫山县，根据历年人口数，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长率分别只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18‰和28.1‰。如果说历年人口数也是正确的，就意味着灾后两年有相当多的人口外迁。开县、云阳两县灾后人口数据的性质与巫山县同，也是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依人口自然增长率，灾后巫山、开阳、巫溪、云阳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至少可达28‰，万县市有完整的迁移人口记载，灾后两年自然增长人口与迁移人口相加，1963年净增人口0.65万，1964年净增0.54万。这两个数据与两个年份人口总数的增加值基本吻合。这样，万县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4‰，与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致。万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约为35‰，六县加权平均约为29.8‰，以此推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42.5万。五年大饥荒中巫山等六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全府减少人口共约57.7万。在万县市，灾中五年净迁出人口2.2万，云阳县1958年净迁出人口0.58万，1962年净迁入435人，可以忽略。在万县市，1958年和1959年的净迁出人口最多，假设云阳县情况相同，云阳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3万。依据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分析，推测五年中巫山县净迁出人口2.4万，巫溪县0.8万，万县净迁入人口1.2万，净迁出人口合计7.2万。依五县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11.5万。如是，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开县数据。1958年开县人口自然减少0.9万，而人口总数却增加1.6万，如果人口总数的增加是人口迁入引起的，净迁入人口多达2.5万。开县不是工业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入。1959年人口自然减少5.1万，人口总数仍增加2.7万，是年不可能有7.8万人口的净迁入。1960年人口自然减少5万，人口总数减少了17.6万。正由于1958-1959年人口虚增了10.3万（2.5万+7.8万），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达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万虚增人口，1960年的减少人口只有7.3万，与自然减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说，如果1958-1959年净迁出人口有2.3万的话，1960年的全县减少人口即自然减少人口。很明显，1958年和1959年开县人口总数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灾情可见县志中《大事记》的记载。在巫山县，1959年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浮肿，死人现象发生。在云阳县，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粮减产60%，粮食供应开始紧张。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县内严重干旱，全县644个生产大队，只有7个旱象较轻，当年全县粮食产量较1957年减产44%。全县严重缺粮，出现大量水肿病人和人员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县内持续干旱，旱象延续八十多天，大春粮食作物受灾面积达91%，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53%。也就是说，从1959年至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县志中没有记载。只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就分别高达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别高达17.1‰和21.9‰。夔州府邻近湖北，比较而言，湖北省的灾情要轻得多。夔州百姓顺长江而下，出三峡而于湖北宜昌，所以出现近20万人的净迁出。也正是由于大量人口外迁，才使得数十万饥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忠州境包括忠县、垫江、丰都、梁平四县。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964-1982年为21.6‰，可见死亡人口之众多。四县县志所载数据基本准确可靠，只有忠县、丰都两县1953年“年末人口”与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长率分析，此两县人口确实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3.4‰，1961-1964年为34.8‰。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净减少37.4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合计约有5.6万人口。在垫江县，四年大饥荒中净迁出人口只有1135人，推测四县净迁出人口不会超过0.5万。如此，大饥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2.5万。《垫江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11月，全县水肿病人多达18.57万人。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石柱厅境只有石柱一县，是四川省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查《石柱县志》，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经分析，此数据确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9‰，1961-1964年为42.3‰。
大饥荒中人口死亡多，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厅人口净减少10.1万。依绥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厅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低于此数。

酉阳州地处川东南山区，与鄂西南、湘西及黔东北地区接壤。境内有秀山、黔江、酉阳、彭水四县。1953-1964年酉阳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可知死亡人口众多。1953-1957年，秀山、酉阳、彭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9‰。
分县而论，1953年秀山县人口超过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县志》称，1953年秀山县人口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长4.54%，年平均增长率11.4‰。关于1954年0.7万人口的减少，却没有交待。又说，由于1954年粮食统购中购了部分过头粮，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达万人以上。而事实上，1955年人口较1954年增长了0.1万。将历年人口数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合计，可以发现1954年有大约1万人口不知所踪。排除秀山县不计，同期酉阳、彭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0.5‰。假如黔江县的人口增速与酉阳、彭水相近，加权平均，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1962-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至1962年，酉阳州境人口净减少27.7万。在秀山县，大灾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0千分点，由于秀山县人口减幅最大，故推测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可达20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要增加2.7万，合计减少人口30.4万。在秀山县，依历年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五年大饥荒中的迁出人口与迁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规模性的外迁人口。因此，在酉阳州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县志》还称，从1953年至1964年，净迁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万余人，其他万余人则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迁出。经查对，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县历年人口的变化，与人口自然增减数是一致的。这就证明，大饥荒时期秀山县根本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

川西地区的邛州辖三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1964-1982年为23.1‰。邛崃、蒲江两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1962-1964年为30.8‰。
灾前邛崃县人口数据有些异常，其1955年人口少于1954年，且1957年人口增长率高达51.5‰，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19.68‰。如果以蒲江县为标准进行计算，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4.9‰。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邛州境内净减少人口16.4万。五年大饥荒中，两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51个千分点，推及三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5万。邛州合计减少人口20.9万。蒲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入人口约为0.2万，《邛崃县志》没有记载人口迁移情况，依据历年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五年中约有3.4万人口去向不明。与之相邻的懋功、茂州及杂谷厅等地未经历大规模的饥荒，人口增长正常或偏快，但邛崃人口似乎并未迁入懋功等地。因为，直到1963年，根据同样分析，仍有1万人口不知所踪。如此，邛州境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茂州境辖汶川和茂汶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5‰，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区划变动所致。因为，1953年汶川县普查人口只有26262人，而在《汶川县志》中则有43473人。汶川县则无人口非正常死亡之记载。
虽然从1959年底至1962年底，茂州人口净减少1.6万，但根据《汶川县志》所载人口死亡率分析，1960-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0.1万。懋功厅和松潘厅不见有饥荒发生
，兹不赘言。

雅州府地处川西高原，地域广阔，居民多以牧业为生。其境域广阔，包括炉霍、九龙、理塘、道孚、石棉、康定、泸定、雅江、乾宁、雅安、名山、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丹巴、甘孜、新龙、德格、石渠、邓柯、色达、巴塘、义敦、白玉、喜德、稻城、德荣。1953-1964年，雅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1964-1982年为25‰。在这期间，雅州府境内县境的变动十分频繁，其细节已经难以厘清。所以，从1953年至1964年，各县人口的增长或减少都是不确定的，不可引以为据。例如，在理塘县，1953年普查人口为30000人，《理塘县志》所载只有23757人，数据的差异是政区调整的结果。
又如丹巴县，1953年人口为34800人，即普查人口，但却超过1954-1958年人口
，这表明1953年以后政区有调整。类似的例子不一一列举。

只能根据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及历年人口死亡率来确定非饥荒区。在雅州府境29个县中，读到天全、名山、喜德、白玉、新龙、道孚、汉源、炉霍、芦山、理塘、石棉、德荣、稻城、甘孜、荥经、九龙、宝兴、康定、丹巴等19部县志
，根据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理塘、炉霍、九龙、道孚等四县可以定为非饥荒县，即没有出现规模性人口死亡的痕迹。根据四县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1‰，并不是真实的人口变动，而是政区变动的结果。按20‰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964年实际人口要比普查人口多出3万。也就是说，其余25县的1964年普查人口应当减去3万。

其余25县中的大多数受到大饥荒的影响。杰帕斯·贝克展示了大量资料，揭示川西边区的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死亡，本文不赘。在上引19县中，排除理塘等四县后，还需排除没有历年人口记载的稻城县，余14县。此14县合计1958年人口增长率高达45.8‰，但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表明1958年大饥荒已经发生。从1953年至1957年，14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2-1964年为36.2‰。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雅州府灾区境内人口净减少24万。康定、天全、宝兴、喜德、石棉、芦山、汉源七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区，灾前人口还应增加4.4万。天全、宝兴、石棉、芦山四县合计，五年中净迁出人口为1.1万，推及全府灾区，净迁出人口约为5.5万，雅州府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2.9万。

宁远府境内有19县：盐源、冕宁、木里、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布拖、金阳、昭觉、喜德、越西、米易、盐边、美姑、普雄、金矿。1953-1964年宁远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1964-1982年为30.2‰。就人口增长情形看，大饥荒中宁远府境内的人口死亡规模与雅州府境相当。

已经查阅到的县志共有10种，分别为盐源、金阳、会东、米易、冕宁、德昌、木里、美姑、布拖和甘洛。甘洛是1956年新设之县，原名呷洛。1953-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5‰，1962-1964年则为26.4‰。
前期人口增长速度与雅州府相似，后期则要低许多。细查各县人口增长率，美姑、米易两县最值得怀疑。在美姑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4‰，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24.13‰。在米易县，1963年人口较1962年要少1700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是增长的，为7.64‰。虽然1961-1963年的人口迁移数据缺载，但从1958-1960年、1964-1965年的人口迁移情况看，人口的迁入均稍多于迁出，故以为米易县的数据可能有误。排除两县不计，其他八县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8‰，以此测算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宁远府净减少人口33.4万。五年大饥荒中，会东、米易、美姑、甘洛、盐源、木里六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9万。合计减少人口42.4万。五年大饥荒中，盐源、木里、甘洛、米易、金阳五县净迁入人口15428人，其中米易县只有三年人口迁移记载。依此五县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入人口为7万。如此，则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9.4万。

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见表12。

表12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增长率：‰，人口：万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7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1957年
全府州人口
	死亡人
口比例

	　
	
	1953-1964
	1953-1957
	
	1964-1982
	1962-1964
	
	
	
	

	成都府
	16.0
	5.6
	24.5
	663.7
	21.6
	33.5
	602.7
	70.8
	663.7
	10.7

	绵州
	6.0
	11.4
	28.2
	189.6
	21.2
	42.4
	178.1
	21.0
	189.6
	11.1

	龙安府
	5.0
	14.5
	24.4
	81.3
	24.1
	15.7
	82.2
	6.9
	81.3
	8.5

	潼川府
	9.0
	2.1
	17.2
	730.9
	16.3
	23.3
	654.2
	77.9
	730.9
	10.7

	眉州
	4.0
	0.9
	20.1
	93.5
	23.6
	34.9
	79.3
	15.0
	93.5
	16.0

	资州
	6.0
	-5.2
	19.7
	393.4
	21.8
	30.0
	325.4
	76.5
	393.4
	19.4

	嘉定府
	9.5
	2.9
	23.4
	311.9
	24.8
	39.5
	273.8
	39.9
	311.9
	12.8

	叙州府
	16.5
	2.2
	25.2
	456.2
	22.0
	33.4
	397.8
	58.4
	456.2
	12.8

	泸州
	6.0
	3.7
	26.4
	265.9
	23.3
	38.6
	232.6
	36.0
	265.9
	13.5

	叙永厅
	2.0
	2.9
	25.3
	87.3
	18.9
	30.1
	76.7
	10.6
	87.3
	12.1

	重庆府
	17.0
	0.7
	19.1
	1148.3
	21.4
	40.1
	1001.7
	171.5
	1148.3
	14.9

	顺庆府
	9.0
	5.6
	22.1
	535.5
	20.6
	31.7
	492.6
	52.3
	535.5
	9.8

	保宁府
	11.0
	9.2
	22.4
	496.7
	22.0
	26.3
	466.1
	32.5
	496.7
	6.5

	太平厅
	2.0
	6.9
	19.0
	45.3
	23.0
	30.9
	41.6
	4.9
	45.3
	10.8

	绥定府
	5.0
	3.3
	17.9
	356.8
	21.2
	26.8
	319.6
	43.5
	356.8
	12.2

	蘷州府
	7.0
	2.7
	21.3
	410.6
	21.5
	29.8
	368.1
	46.2
	410.6
	11.3

	忠州
	4.0
	0.3
	23.4
	234.9
	21.6
	34.8
	197.5
	42.5
	234.9
	18.1

	石柱厅
	1.0
	-16.2
	16.9
	34.4
	24.7
	42.3
	24.3
	10.1
	34.4
	29.4

	酉阳州
	4.0
	-11.1
	7.8
	151.2
	24.2
	30.0
	123.5
	30.4
	151.2
	20.1

	邛州
	3.0
	-2.8
	24.9
	96.2
	23.1
	30.8
	79.8
	20.9
	96.2
	21.7

	茂州
	1.0
	34.5
	63.8
	6.3
	28.2
	50.4
	4.7
	0.1
	6.3
	1.6

	雅州府
	25.0
	-2.0
	20.1
	139.1
	24.4
	36.2
	115.1
	22.9
	139.1
	16.5

	宁远府
	19.0
	-1.9
	20.5
	231.4
	30.2
	29.8
	198.0
	49.4
	231.4
	21.3

	合计
	188.0
	
	
	7160.4
	
	
	6335.4
	940.2
	7160.4
	13.1


说明：1、茂州包括茂汶、雅州府包括石棉、康定、泸定、雅江、乾宁、雅安、名山、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丹巴、甘孜、新龙、德格、石渠、邓柯、色达、巴塘、义敦、白玉、喜德、稻城、德荣；其余各府州均包括所属全部。

2、潼川府、眉州、保宁府、太平厅、绥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厅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其他地区则发生于1958-1962年。

据表12，1958-1962年，陷入大饥荒的四川市县多达188个。除了雅州府及茂州的几个县以及懋功、杂谷、松潘等地未见人口损失外，其他各市县皆因大跃进而陷入大饥荒。分府而论，重庆府人口死亡最多，次则资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数量的多少与府境人口的多少有关。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计，石柱厅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则邛州、宁远和酉阳州。不过，石柱厅仅辖一县，其人口规模与其他府州无法比拟。合而计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2万。根据陈一咨的回忆，四川死亡人口为900万，与本节估计吻合。彭希哲的估计与此相近。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灾前人口的13.1%，低于安徽省的18.3%，尽管四川省死亡人口大大超过安徽省。

按照《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所载数据，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0万。从分县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1957年人口死亡率较高，饥荒已经发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41‰和12.07‰，已经超过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为12.82‰，也是一个较高的值。如将灾前、灾后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27万。如以1955年的9.18‰当作灾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66万。
与本文估计仍有一定差距。

本项研究完成之后，笔者以《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为名，将该项成果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李若建教授对本文不使用1980年代各省整理的人口年鉴的作法提出批评。根据《四川人口年鉴（1950-1987）》
的记载，五年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00万，大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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